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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國族認同？ 
 

●蔡芬芳／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前言 

  自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社會開始走向民主化及多元文化的發展，過去被政治力壓
抑的台灣意識逐漸抬頭，知識菁英開始以台灣為主體，作一發聲位置，探詢挖掘任何一

個可以作為建構台灣認同的要素，尤以重新書寫台灣歷史及復振母語運動為最。然而，

本土論述的型塑造成一種雙面性的效果：一方面，許多人的台灣意識因此而被喚起，進

而與自身成長的這片土地產生情感連結；但另一方面，族群間差異隨著族群意識的興起

而更加被凸顯出來（參閱廖炳惠 1994：255）。在此過程中，語言扮演著重要角色，因
為歷經日本殖民及國民黨長期一黨統治之後，台灣原有本土語言（鶴佬話1、客家話及原

住民語言）受到無情打壓，且經由各種不同的機制操作，尤以透過教育與媒體等層面操

作，本土語言逐漸被貶抑為「不入流」、「沒有水準」的方言。有感於自身母語所受到

的不公平對待，早期黨外人士因而完全以母語為溝通媒介，一方面藉由母語的使用，作

為一種對自身族群情感抒發的表現；另一方面更是以此作為對國民黨當局所大力推行的

「國語運動」的回應。因此，在本土化運動中「說母語」被視為具有台灣意識的表徵之

一，更被認為是認同台灣的強力證明。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在四十餘年的獨尊「國語」

政策的推行之下，華語（北京話）已然逐步取得通用語地位，因而當原來被壓抑的族群

訴諸以自身母語為對外溝通語言時，有時不免會導致不同語族之間的摩擦，或引發特定

族群的焦慮與危機感，最常見的例子則屬鶴佬或「福佬沙文主義」所引起的爭議。 

  語言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由於前

述所提及的台灣各支母語受打壓的歷史因素使然，致使今日在選擇運用某一種語言時，

有時就不免成為敏感的議題。此處須提出的疑問是，何以有些人無法接受他人在公開場

合使用自身母語？抑或表面上接受，內心卻有遭受排擠、受壓迫或厭惡的感覺。我們究竟

該如何來看待台灣日常生活中語言使用現象。筆者欲嘗試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希冀

在目前台灣常見的語言論述之外，提供另一種分析觀點。本文首先以在自由時報刊登的讀

者投書為例，試從兩名讀者爭論的焦點中，探討為何語言對於族群或國族認同的建構具

有無比的重要性，而此種觀點形成的背後又蘊藏了何種思考邏輯？為何涉及到台灣國家

定位或國家認同的課題時，語言常常被視為問題根源所在？在探討台灣問題的同時，筆

者欲借用德國少數民族索勃人（Serbja／Serby／die Sorben／the Sorbs）為例，作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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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台灣族群間關係時的參考。 

鶴佬語、客語、華語之論戰 

  2006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張世賢（台灣客家研究學會監事）與何澤政（翻譯工作

者）針對在「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集會中語言使用問題分別發表看法。首先，

2006年10月31日，客籍人士張世賢於〈請福佬人2 展現語言包容〉文中，以參加「以」

會議中個人負面的語言經驗為撰文動機。即該集會全程幾以福佬話進行，致使張君因不

諳福佬話而對當日會議內容僅能一知半解，因而衍生出為「大福佬沙文主義」的感受。

張認為語言不應該成為其他非操福佬話族群在了解攸關全民利益事務的阻隔，而認為福

佬人若能在語言方面展現包容氣度，以全民皆通的華語推廣理念，那麼將有助於化解國

內亂局，建立正確的國家認同，進而正名、制憲、獨立、加入聯合國。11月2日，何澤政
以〈華語壓迫客語〉一文回應張。何君認為近年來，許多人如張一般濫用「福佬沙文主

義」一詞來反對「台語」3 或無法接受「台語」作為會議語言。然而，採鶴佬語者事實

上並沒有任何的權力、能力或透過制度來限制及醜化其他語言。而且，近年來最常替受

華語壓迫的客語發出不平聲音的族群，就是使用「台語」的人。何試問張是否質疑過那

些操華語人士，在談論台灣語言及文化議題時可曾為客語及原住民語的保存與發展盡過

任何心力。11月12日，張以〈一點雅量，換很多選票〉回應何。首先，張為不當使用
「大福佬沙文主義」一詞致歉，但他強調那的確是他參加完當天會議的感受。張明確表

示〈請〉文旨在說明以現今年輕輩母語能力普遍不足的狀況下，若不使用華語傳遞正

名、制憲等理念給受親中媒體及政黨影響的民眾，不僅無助於民眾了解以上理念的重要

性，而且恐將使非操福佬話族群有受排擠之感，如此對於台灣的國家前途毫無裨益。文

末，張明言從未反對福佬朋友們使用寶貴的母語，但建議在未廣設同步翻譯前，何妨先

使用華語，俾利理念的傳遞，將來設有同步翻譯之後，則各個語族可使用不同的「台

語」4，將可譜出猶如各種優美樂章共組的多語國家，進而融合為共生共榮的台灣人。 

  綜觀上述，張認為語言不該成為全民了解攸關國家利益之公共事務時的阻礙，而何

則針對「大福佬沙文主義」一詞提出看法並以台灣語言政策及語言使用背景為反駁力

證。兩者爭議的根源背景多少來自於客家族群與鶴佬族群之間針對公共場合的語言使用

的心結5。因為過去為台灣獨立運動奮鬥的知識菁英為抵抗國民黨殖民統治時，皆有意識

的使用母語，即鶴佬語作為消極抵抗，並以鶴佬語的使用來定義台灣人，因而鶴佬語就

成了台灣話，或簡稱「台語」，如此在具本土色彩的集會時，幾乎毫無例外地，鶴佬話

就成為會議的使用語言，如此一來，客語人士則難免覺得受到被鶴佬族群排擠（參閱施

正鋒1998：184）。再加上昔日國民黨政府為求掌控政權，蓄意散佈閩客械鬥的歷史心
結，擴大鶴客之間的矛盾，因而遂出現了所謂「福佬沙文主義」的污衊標語，俾有利於

其國語（華語）政策及大一統信念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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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語言是否為區分族群的核心關鍵，而又是否為族群或國

族認同的首要條件？亦即，語言是否可和族群或國族認同直接劃上等號？筆者認為，這

些疑問肇始於我們如何看待及了解語言與族群或國族形成之關係。 

語言與國族認同之緣起與影響 

  在一般人的觀念裡，族群或國族的構成要素多為歷史、共同經驗、集體記憶、語

言、傳統習俗、衣著方式、飲食、生活型態及基本價值觀。然而，在多種要素中，為何

語言最常被認為是組成族群或國族的必要條件？而且相信我們時常聽到「如果我們的語

言消失了，那麼我們的族群也將消失，所以我們要盡力保護我們的語言」；「語言是民

族的靈魂」；「語言是認同的核心」。在這些說法的背後， 隱含著一個值得探究的觀
點：為何人們會如此「自然地」認為語言「本來」就是族群或國族形成的核心要件？實

際上，此種觀念的形成並非是自然產生，而係透過人為力量建構而成，在此有必要回溯

此一想法形成的歷史背景。其根源須回溯到自十九世紀初所肇興的「德意志浪漫主義」

（Die Deutsche Romantik）運動，基於反抗拿破崙入侵並佔領德意志，德意志浪漫主義思
想家、文學家及歷史學家等，如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與格林兄
弟（Jacob Grimm，1785~1862／Wilhelm Grimm，1786~1859）藉由研究民俗傳統文化、
採集民間歌謠尋找德意志民族的再生力量。在此期間，他們發覺語言是一項絕佳利器，

並且是民族意識的核心要素，因為對內，德語足以凝聚自身民族意識；對外，則可與非

德意志民族做一明確區別。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認為民族文化遺
產中最特殊的因素即為語言（伊薩克 2004：146），「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語言」
為其理想中的政治體（Sämtliche Werke 18：347，引自Bauman／Briggs 2003：193）。洪堡
特與赫德所見略同，亦認為民族性格的線索存在於個別語言的特有形式之中（伊薩克 
2004：147）。對格林兄弟而言，「民族」（Volk）6 係由一群操相同語言的人所組成

（Dittrich／Radtke 1990：22）。德意志浪漫主義者從對德語的研究中，找到專屬於德意
志民族的「純正」（purity）與「真實」（authenticity）—— 德意志民族的歷史與文化。
格林兄弟畢其心力深入民間且有系統的整理出各類文獻、各地方言、傳統習俗、民間儀

式及傳奇佚聞等，在此過程中，德意志民族因而漸漸被建構成清晰的實體，並被視為早

已存在現實世界許久，而後逐漸成為「自然」存在的（Bauman／Briggs 2003：220）。 

  由此種德意志浪漫主義所建構出的「語言國族主義」，可觀察出語言在十九世紀的

歐洲國族主義中的洶湧浪潮及政治版圖的重組中扮演著無比重要的角色，而且成為界定

民族的標準，此一觀點影響後世甚鉅。受到該主義學說長期的有形無形灌輸下，人們的

思考邏輯亦逐漸被導向一個種族＝一個文化＝一個語言＝一個社會＝一個單位的等式

（參閱Barth 1969）。此等式意謂著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的一群人，他們擁有相同的文化與
語言，這群人同時亦是他們自身文化的代言人，易言之，這群人的行為模式、心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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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認為與該文化相符。此特定文化能代表這群人的特質，但同時亦有與他者區分的作

用。然而這隱含著一同質化的階段，亦即文化、共享該文化的群體、族群性、族群或文

化認同全然被「自然地」歸結在由群體、文化與領土形成的同質文化之中（Welz 1994：
67）。在族群或國族認同建構的過程中，知識菁英常藉著歷史書寫（共同起源、開國傳

奇或祖先神話）與文化形塑（Römhild 1999：250f.）建立起同質的文化與一致的族群或
國族形象，因為它們代表著族群或國族的純正、真實與獨特。但是在這族群、語言、文

化同質的範圍中，若存在著與此優勢族群之一致性有所差異的群體，將面臨兩種命運，

不是被同化，就是被建構為少數／弱勢族群。此處就呈現出語言國族主義所具有的強烈

語言排他性的特色，因為「他們」的歷史、語言、文化和「我們」的不同，因此，此一

「不同」的族群除了是少數或弱勢之外，同時還是支配族群眼中的「他者」。在國族主義

的運作邏輯之下，「他者」的存在無疑破壞了現代民族國家在建構過程中力求的同質性、

延續性與獨特性；同時，本身的文化被視為特別的、一致的與恆常不變的（參閱

Tschernokoshewa 1999：112）。因此，為維繫國族文化，「不是─就是」的二分法機制
立即產生，以便能在「我們」與「他們」之間作一明顯區別。此外，「他者」的存在有

損國族文化的一致性所建立起來的秩序，因此，「他者」難脫被邊緣化或被否定的命

運。 

  國民黨威權統治期間的思維模式基本上就是呈現出「語言國族主義」的特徵，以獨

尊華語（北京話）並排斥其他本土語言（鶴佬話、客家話及原住民語言），而進行其統

治，所力求的一致性與秩序就是帶有中原正統的大一統信念。「國語」則是奠定「我們

都是中國人」意識的媒介。推行「國語政策」背後的動機主要在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奉行

不渝的大一統信念，而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大一統語言——「國語」則被視為完成此信

念的最佳推手（參閱張裕宏 1996：85f.）。它不只透過報章雜誌，更透過電子媒體的一
再地且大量地複製並傳播唯有「國語」才是標準的，新聞從業人員或者絕大部分的演藝

人員則是「標準國語」的訊息傳遞者，再加上經由教育體系、行政制度等手段不斷地灌

輸「北京話」才是「標準國語」的觀念。在此過程中，語言是主要的媒介，中國國民黨

的大一統信念，透過「國語」由各級機關及學校而全面深入台灣人民日常生活領域的各

個層面，例如街道名稱、公共建築物的命名，還有在學校中，唱國歌、升旗典禮、演講

比賽、教室裡懸掛的地圖、歷史教科書、國語課本中的取材，都是一再地透過語言來強

化我們的「中國人」意識，而「中國人」意識也已經牢牢固著在「國語」之中。7經過長

期的「中國」意識灌輸下，大部分台灣人無由正確判斷而接受我們「原本」就是「中國

人」的想法，就像我們的膚色、性別、出身、出生的時代一般是無法選擇的。8 

  在獨尊「國語」的政策運作下，一方面，消「他者」—— 鶴佬人、客家人、原住
民—— 之原音；另一方面，貶低「他者」的語言。在此過程中，「國語」和鶴佬話、客
家話、原住民語之間於是產生帶有價值判斷的「高級」與「低級」之別；除此之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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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現代」與「落後」、「都會」（台北）與「鄉下」之分（參閱廖炳惠  1994：
262f.）。然而，台灣經歷民主化之後，人民自主及本土意識提升，再加上政治版圖的變
化，過去被視為「他者」的族群獲得「發言」、「發聲」的權利與權力。如此的發展使

得過去佔絕對優勢的權貴與利益階級產生出強烈的危機感，他們擔心，某種語言的擴大

使用將妨礙「國語」的優勢地位，並且無法接受「高級的國語」的優勢地位為其他被他

們視為「低級」的本土「方言」所取代，因而不遺餘力對本土語言展開醜化貶抑，最常

見的例子莫過於以「福佬沙文主義」來批評操鶴佬語的族群。廖炳惠於其〈母語運動與

國家文藝體制〉（1994）中分析，自七○年代以降，由於母語的文學創作及台灣話研究

蓬勃發展導致「許多統派以及中間路線人士的不安，他們往往認為母語的過度發展勢必

會壓抑其他族裔的語言，尤其是阻礙國家與長期以來透過國語和中國正統之間的關聯。

而這也正是目前在多元文化之中，針對母語及其發展出來的弱勢文學論述整個在認定上

的問題所在。事實上，從最近有關對於語言所構成的社會分化，與閩南語所構成的沙文

主義族群中心這方面的焦慮，可看出是繼續延伸了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本土語言的政

策，而將語言的功能放在民族主義的磅秤上，凸顯其政治功能」（1994：259）。「福佬
沙文主義」一詞，除了如廖所言，係以語言國族主義的角度來衡量原屈居弱勢的語言，

並將之置於政治的框架下來檢視它。但筆者認為這樣的想法更是延續前述現代國族主義

的思考模式，亦即，原本先前國民黨當局所致力形塑的一個國家、一個語言、一個文化

的架構會因多語、多族群，甚至是多元文化的重新浮現而受到破壞與擾亂。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少數／弱勢民族的存在往往被視為阻礙民族國家保

持民族純正的因素，因此握有政治權力的優勢族群往往採取各種不同的措施以維繫「純

正之夢」（Der Traum von Reinheit，Bauman 1999：14f.），這些措施可能包括滅種、驅
逐出境、強迫或自然同化。居住在現今德國千年以上的少數民族索勃人則為一例，由於

面臨不斷被德意志化的威脅，因此如何維繫其自身民族的語言與文化之不墜，一直是索

勃人認同論述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自兩德統一之後（1989／1990），索勃民族認同論述
的觀點已開始產生轉變，而筆者認為這個轉變值得我們在思考及面對台灣內部族群間關

係與語言議題時作為參考，更可作為少數族群如何重新定位的借鏡。  

德國少數民族索勃人 

   在進入正題之前，實有必要針對索勃人背景略作概觀，以期對該民族起源與現狀有
所瞭解。9索勃人操西斯拉夫語系，據統計其人口總數約六萬人，散居於今日德國東部勞

席茨地區（Łužica／Łužyca／Lausitz／Lusatia），該地區又分上勞席茨（Oberlausitz／
Upper Lusatia）及下勞席茨（Niederlausitz／Lower Lusatia），在行政區域的劃分上，則
分屬薩克森邦（Sachsen／Saxony）東部與勃蘭登堡邦（Brandenburg）南部。語言又分上
索勃語（Obersorbisch／Upper Sorbian，接近捷克語）及下索勃語（Niedersorb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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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Sorbian，接近波蘭語）。索勃人於西元六至七世紀因斯拉夫部族遷徙擴張運動，

從原始棲息地喀爾巴阡山北方的普里佩特沼澤區向西遷徙至今日德國境內易北河（die 
Elbe）及其支流薩勒河（die Saale）一帶。自西元十世紀初開始，德意志王國及其後的德
意志第一帝國（德意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君王亨利一世（Heinrich I，919~936）及其子
鄂圖一世（鄂圖大帝）（Otto I. der Große，936~973）的「東向政策」（Die Ostpolitik）
推行下，索勃人開始承受「德意志化」的壓力。尤其自中世紀「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

（Die deutsche Ostsiedlung）運動10 如火如荼進行以後，索勃人不僅面臨被迫皈依基督

教，甚至遭到強大的德意志民族同化壓力。經歷千年之後，原通行於廣大易北河以東與

索勃語同支的西斯拉夫諸語族皆遭德意志化而消失，僅剩索勃語於勞席茨地區勉強殘存

下來。1933年至1945年的納粹掌權期間 則是索勃民族史上最為悲慘之期，基於種族優越
觀點，向來視斯拉夫人人種為「次人」（Untermenschen）的國社黨人，對德國境內的索
勃人更是無所不用其極進行全面性打壓，不僅索勃語言遭全面禁止，更迫害無數的索勃

菁英、領袖與教會人士，致使索勃文化幾乎被摧殘殆盡。二次大戰後，前東德政府表面

上為索勃民族設置各式機構、組織會社，索勃語教學亦正式納入正規教育體制之內，使

得索勃人獲得前所未有的憲法所賦予的平等權利，然而事實上，前東德政府將索勃文化

形塑為「假日或慶典文化」，使得索勃人真實的生活文化被削蝕掏空，毫無實質內涵可

言。兩德統一對索勃人來說，是一個新的開始，對內改革原有組織，對外積極參與國際

或歐洲聯盟層次的少數民族／語言族群組織，然而因為德東整體大環境的高失業率、財

政困難、人口流失，索勃民族仍面臨存亡維繫的嚴峻考驗。  

  由上可知，索勃人長期受到德人同化的影響，致使他們面臨和現今世界上其他少數

民族一樣的命運，例如索勃人口減少、索勃語的流失、索勃文化步向衰亡之途等等。因

此該族群菁英長久以來所極力建構的認同模式完全聚焦於索勃民族的屬性上，包括傳

統、習俗、家鄉、歷史、文化，而認同的基礎則建築在不斷地強調索勃人被同化的歷

史，認同的核心則在於護衛索勃文化，而這個核心以索勃語的保存為出發點。在此背景

下所產生的索勃民族認同則是在二選一的模式下進行，即言之，在身為索勃人或德國人

之間作一選擇，而語言與血統更是作為認定身分歸屬的主要憑藉。在索勃民族認同論述

中除了以出身來決定是否為索勃人之外，語言佔有極大份量，因為族群菁英認為「我們

之所以為一個民族，係因為我們說一種語言」（Toivanen 2001：129）。由此可看出，語
言不僅是索勃民族認同論述的關鍵要素，而這帶有著這是屬於索勃民族的索勃語之寓

意，此時，專屬索勃人的獨特性浮現，同時意謂著人我區分的篩選機制正在進行當中。

除此之外，如此的思考邏輯更帶有強調「純正」、「同質」、「明確」、「不容混雜」

之意。 

  然而，真實的生活世界並非只侷限於純粹的索勃文化圈中。在實際的生活中，可能

因為通婚、工作、教育及各種人際之間的來往與社會互動等關係而與德意志文化是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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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融的，正如一條永無止息，徐徐前行的河流（Ratajczak 2004）。因此位於薩克森邦包
岑（Budyšin／Bautzen）的索勃民族研究所（Serbski Institut／Sorbisches Institut／The 
Sorbian Institute）的實證文化研究暨民族學部門（Wotrjad Empiriske Kulturne Slědźenje／
Ludowěda／Abteilung Empirische Kulturforschung／Volkskunde／Department of Empirical 
Cultural Research／Ethnography）於1994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終將到來─德國索勃人之文
化觀點》（So Langsam wird’s Zeit. Kulturelle Perspektiven der Sorben in Deustchland）中，
即以實證資料為依據，試圖由文化融合互動的角度來詮釋索勃文化與德意志文化，乃至

於與中東歐各民族文化互動關係。他們首先將索勃民族放置在德索雙元文化的架構下，

以雙文化間的溝通與跨文化的觀點出發，更將觀察觸角擴展延伸至中東歐與歐洲的大範

圍內，並與其他少數民族做比較，全面性的探討索勃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不同於

過去索勃族群菁英所建構的索勃文化論述 ─ 由血統、語言、歷史、傳統、習俗、宗教
所組成的閉鎖圈，此一報告的開放性與多元面向為索勃民族的存在注入新意。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份報告中關於索勃人的定義部分頗具有我們參考的價值。可

分兩個層次說明：第一、採自我認定來定義索勃人的身份，而非以外在客觀因素如語

言、傳統、習俗等來區分誰是或誰非索勃人。一如挪威社會人類學家巴特 （Fredrik 
Barth）於其編撰且為族群研究寫下劃時代的意義的〈族群與邊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ries，1969）一書之導論中指出，族群認同的形成並非來自文化的差異，而是族群
內部與族群之間的社會互動而產生，即言之，並非「客觀」的特質與外在的特徵，如語

言、傳統、習俗、衣著等凸顯出族群彼此之間的差異，而是主觀認定，亦即自我歸屬 
（1969：15）。以自我認定的觀點來定義族群，則有助於我們解決因為文化特徵或文化
內容的更迭變異而有礙族群判斷的難題；再者，族群的定義並非來自於明確、客觀的外

在特徵，而是係由社會邊界來定義族群，亦即在與他人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所進行的自我

認定與自我歸屬，如此人我之間的區別於焉形成，而這也就是族群認同產生的來源。第

二、該報告亦未將索勃民族視為一同質的群體，而正視內部差異的存在，例如上、下勞

席茨區域的語言發展、語言使用狀況不同，族群認同程度亦有異；或者有宗教信仰上的

不同；或者有世代、性別的差別。此外，該報告認為文化的真正意涵在於善處生活

（Lebensbewältigung）之策略，文化是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當我們以日常生活的角度
出發時，會發現其實每個個體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時空脈絡下，皆在兩種文化

之間來回擺盪。所以在探討索勃民族的認同時，與德意志文化及民族的關係是不能不考

慮在內的，這亦是該研究部門後來的研究觀點及方向。另外，該研究部門致力於為索勃

民族找出新的定位，亦即，他們雖然是少數民族，但是德國是需要他們的

（Tschernokoshewa 2002）。因為他們，德國的文化因而豐富、色彩倍增，索勃民族所具
備的雙語能力及跨文化的生活經驗代表著是一種可在文化間轉換自如的行動力與流動

性，可供習於單一思考或只從自己角度出發的德國人作為學習的典範。再者，由於索勃

語屬斯拉夫語系，索勃民族更可成為德國與斯拉夫語系國家來往的溝通橋樑。從原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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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者」的少數民族可為自己重新定位，將自己轉換為具有雙語、雙文化、多重視界

的先驅，筆者認為此點相當值得作為國內借鏡。 

面對差異、接受差異、尊重差異 

  最後，回到本文的最初起點。本文以兩位報紙讀者投書的內容作為開始，語言是張

先生與何先生二位爭論的焦點之開端，從中牽涉到台灣語言使用情形，台灣的語言政策

簡略背景及影響，國內內部族群間的關係，各族群對彼此的看法與觀想。筆者認為，這

一切的背後則是認同問題，包括我們是從何種觀點來瞭解認同的涵義，以何種角度來建

構認同，這又牽涉到國家體制或族群菁英如何使「想像的共同體」成為可能，而我們自

己本身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體驗我們的認同過程。如前所述，認同是經由在與他人社會

互動的過程中所進行的自我認定與自我歸屬，是透過差異所產生的，所以以台灣為例，

四大族群間的關係應該是緊密相連的11，但許多人仍習慣以「區隔」的眼光來看待和

「我們」有所不同的「他們」。 

  本文所援引的讀者投書僅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範例之一，筆者非常瞭解張先生

與何先生的個人感受，因為這和個人經驗與族群集體記憶有關，而這些觀點亦常出現在

目前台灣族群與語言的論述當中。然而，筆者欲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台灣國內的族

群關係。首先，「鶴佬話」、「鶴佬人」、「華語」、「操華語人士」、「新住民」、

「外省人」、「客語」、「客家人」、「原住民」、「原住民語」僅為指稱台灣各個族

群成員及語言時的總括的概念，並不能以偏概全或有著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某一族群

的人就會有某種行為模式，或者在台灣相當泛政治化的環境下，操某種語言的人就自動

地被他人歸類為具有特定政黨傾向。其實，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不可忽略一個重要的事

實，各個族群皆有所謂的內部差異存在，例如，有著不同教育程度、社會背景的鶴佬

人，或者能否流利運用鶴佬話的程度也有差別，此外還有性別、世代、年齡、信仰、宗

教等等的差異。或者又如外省人有不同的原鄉背景，不同的社會階級，有的是昔日權貴

階級，而有些則處於社會低階的榮民。原住民方面至少十種以上不同部族的差別，或者

留在原鄉與到都市打拚的原住民之間，亦會有著因為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經驗所產生的差

異。客家人有著原鄉背景上的差異，若祖籍為廣東，則可能將自己視為外省人，在台灣

南部的客家人對自己的族群身份認同又可能與前者有所不同，或者在台北的客家人和桃

竹苗地區的客家人也有著不同的文化經驗。其次，各族群之間除了族群身份的不同亦有

以上的差異存在，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知道，不管是族群內部或族群之間，我們有異

於彼此，但同時是相同的，或者，我們有著共通之處，可是同時我們亦保有差異。我們

是彼此重疊的、混融的，但也有著不同，例如，我們有著不同的族群身份，但有著相同

的成長背景、職業、興趣或對台灣的前途有一致的看法，就像是本文中所提到的張先生

為客籍人士，但和操鶴佬話的何先生有著相同的國家前途理念，因此才都會去參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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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之集會。 

  我們不能也無可否認國內多支不同語言族群的並存事實，在此一基礎下，我們應建

立寬廣的文化視野，並以身處於多族群、多文化的國家自豪。在這國度中，多數族群應

珍惜有少數族群的存在，因為有他們，我們的生活、社會、語言、文化才因此而豐富起

來；而少數族群應以文化資產的觀點來看待自身族群的存在，重新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

定位。但不論是多數或少數族群，皆須了解國內各支族群間的命運都是息息相關的，緊

密相連的。如果我們以此為前提，那麼不論族群背景為何，都可進行對話。經由不拘形

式的對話，可以讓我們學習到如何面對差異、接受差異、尊重差異。民主的重點在於人

人平等，但平等之意絕非消弭差異，更非追求同一標準，而是讓擁有不同生活經驗、不

同生活方式、不同生活觀點的人獲得同樣的機會（Tschernokoshewa 2002：81），這就是
「趨同存異」的精神。 

結論 

  語言是文化特徵之一，我們亦從語言中察覺自我定位，但它絕非唯一必要的條件，

若太過強調唯我獨尊的單一語言則有其危險性，因為它將使人們依語言而將他人歸類至

某一特定文化圈或文化群體之內，並意味著，人們同時在自我設限（Renan 1990：
17）。而文化亦有許多面向，並非只有語言才是文化的核心內涵，音樂、舞蹈、繪畫等
等都是文化的表現形式，更重要的是，文化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是一種與環境

相結合的創造能力，它是持續發展的、具動態性、具變化性、融合新舊，文化當中有屬

於自己的，亦有來自他者的。至於常和語言相提並論的族群身份，我們需要認清族群身

份亦只是我們多種身份之一，我們還有許多其他的身份構成我們的認同。如果我們以此

觀點出發，我們將不會因為某人說某一種語言，就立即將他歸為某一特定族群，或者因

為他屬於某一族群，就立即產生某些先入為主的想法，然後再以這些想法做為對此人的

判別標準，或者將與我們不同的他者視為一種威脅。最後須再次強調的是，我們應珍視

台灣多元文化及族群的存在，並且尊重彼此間的差異，若能以此前提出發，則筆者樂觀

地相信對於台灣國家的定位終將因為彼此間的包容互重而逐步一致化，並終而達成台灣

國家正常化的目標。 

【註釋】 

1. 鶴佬話實為一般人所稱用的閩南話、河洛話或福佬話，但未避免歧視意味或遭貶抑為
中國方言之一支，因此本文採用洪惟仁所建議的鶴佬一詞，其為行Holo之音，故族群
名為鶴佬人，該族群語言則稱為鶴佬話（洪惟仁1992：148-151；施正鋒1996：70注釋
2）。 

2. 此為張世賢用法。為尊重作者原意，故此處仍採福佬人一詞。本文後續段落出現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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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話或閩南語亦基於相同考量，而保留作者原來用法。 

3. 此為何澤政用法，狹義的台語意指鶴佬話。 

4. 張世賢指廣義的台灣語言：「福佬台灣人」說「福台語」，「客家台灣人」說「客台
語」，「原住台灣人」說「原台語」，「新住台灣人」說「新台語」。 

5. 「台灣人認同」的困擾亦是鶴佬與客家族群之間長期以來的心結之一，因為過去最狹
義的台灣人係指鶴佬台灣人，因為該族群大規模來台墾殖時間較客家人早，自然有利

於產生對台灣的認同， 而客家人傳統上具有「中原意識」，因此較晚形成台灣人意識
（施正鋒1998：182f.）。但是歷經解嚴、民主化及政黨輪替之後，凡認同台灣，自認
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已漸達六成以上，因此狹義的「台灣人認同」問題，對鶴佬與客家

族群關係的影響已漸式微。 

6. 德文中的Volk不能完全等同於源自拉丁語系中的nation。德文Volk一詞很難用中文語
彙精確表達，在當代德語語意上Volk係指「人民」之意，但在德意志歷史過程中，該
字彙隨歷史之遞嬗，卻有不同的內涵。依據格林兄弟所編的德語辭典係將Volk定義為
「人群的總稱」（Inbegriff der Menschen），但隨著浪漫主義文人對被他們視為質樸率
真，保有純潔善良天性的廣大德意志人民及德語的極度推崇之後，此語彙漸漸被賦予

崇高的地位，成為專門指涉「血統純正、未曾混血」的德意志民族。此種對Volk的歌
頌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且進一步趨於極致，隨著俾斯麥（Otto Fürst von Bismarck，
1815~1898）所主導的德意志國族國家（Der Deutsche Nationstaat）於1871年建立之
後，在新興強盛的德意志民族自豪感的推波助瀾下，此一字彙被昇華成為「菁英族

群」或「精萃民族」之謂。尤其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哥畢諾（Comte Joseph Authur de 
Gobineau, 1816~1887）及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的種族主
義學說風潮的影響下，激進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且將之與Volk作緊密的結合而衍生出
「精萃民族性」（Volkstum）及「精萃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等特有德
語詞彙。到了威瑪共和國時期及納粹時代，Volk一詞更是被無限上綱到神聖化的地
步。自1918年之後，「德意志精萃民族」（Das Deutsche Volk）的概念完全取代了
「德意志民族」（Die Deutsche Nation）於口語及文獻上的使用，Volk一詞的意識形態
化對於後來希特勒及國社黨人的德意志民族血統純正及種族優越論烙下了極為深刻的

影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Volk一詞才成為今日所知的「人民」之意（參閱
Hering 2003，杜子信1998）。 

7. 參閱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1999）中關於印刷語言與民族意識之關係的討論（第三、七、八、十、十一章）。 

8. 社會人類學家蓋爾納（Ernest Gellner，1925~1995）於其《國族與國族主義》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中曾言「一個沒有國族歸屬的人是在藐視大家公認的
標準而且引發眾人劇烈的反感。[⋯]一個人必須要有國籍，就好似他一定要有一個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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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兩個眼睛，如果缺其一，是很難不引起他人注意的，而且會導致災難，它本身就

是一個災難。所有這一切顯得如此明確，但這不是真實的，但它必須看起來是如此地

千真萬確，而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核心問題所在。擁有國族並非人類與生俱來的特質，

但是現在看來的確如此」（1983：6）。 

9. 關於索勃人與德意志人千年互動之詳細歷史介紹，請參閱拙文2002：252-258。 

10. 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運動係歐洲自中世紀以來因應德境西部人口成長壓力與中東歐
各諸侯國為求境內開發所進行的疆域開發及移民運動之一環，當時大批德意志民族

因而分批移向德國東部及東歐地區。其歷程延續千年之久，由西元八世紀一直延伸

至十九世紀初，其間共分三波東移大浪潮，分別為西元八至十一世紀、十二至十四

世紀及十七至十九世紀（參閱杜子信1998）。 

11. 以台灣目前的狀況來說，除了原來認定的四大族群外，尚需將移民考慮在內，尤其
是外籍配偶、外籍勞工與幫傭，但由於本文重點在於探討台灣原有的族群關係，故

未處理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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